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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分 期 命 名 标 准 刍 议

冯　天　瑜

[摘　要] 大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 ,原因之一是“封建” 等核心术语概念

有待厘清。本文建议 ,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 ,应“制名以指实” 、“循旧以造新” 、“中外义通

约” 、“形与义切合” 。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 ,名实错位 、形义脱节 ,亦与外来义相左 ,

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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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非命下》云:“凡出言谈则不可不先立仪而言。”《墨子 ·天志中》云:“顺天之意 ,谓之善言谈;

反天之意 ,谓之不善言谈 。 ……故置此以为法 ,立此以为仪。”墨子强调的“立仪” ,就是确立法度 、准则 ,

若无合理的 、共认的标准 ,讨论问题 、拟定名目必然散漫无着落。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中写

道:“滥用名词 ,把不明不白的观念加到名词上 ,乃是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名词的滥用 ,以及对于

名词的真正意义的无知 ,可以说是一座迷宫 ,连那些最大的天才有时候也在这里面迷失了方向 。”回顾中

国历史分期讨论长期聚讼不决 ,原因之一 ,便是在“封建”等核心论题上未能做到“先立仪而言” 。

一 、名辨之学不可轻慢

历史分期的命名颇费斟酌 ,却又切关紧要 ,绝非如陶希圣所说 , “名词之争”“很无意义” 。

历史分期的命名 ,直接牵涉到历史述事的时空维度的把握 ,牵涉到史学概念古今转换 、中外对接的

合理性问题。陶希圣等论者关于中国史分期的言论 ,之所以前后矛盾 ,原因之一 ,就在于轻视名词之义 ,

忽略概念辨析。陶希圣在论史时 , “封建”等关键词一再出现概念混乱 ,以至遍读陶著 ,我们实在难以把

握陶希圣及其一派的中国史分期说 ,也无法确认其所论“封建社会”究竟为何物 。当然 ,对命名问题采取

轻慢 、随意态度的 ,并非只有陶希圣等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某些参加者 ,大而言之 ,这是形式逻辑不发达的

中国的一种积习的表现 ,故需要从历史源流上略加追溯 。

(一)名辨之学及其沉寂

中国先秦时代本来有着相当丰富的关于名相问题的思想学说 ,儒 、墨 、道 、法诸家都热衷于讨论名实

关系(“名”指名称 、概念 , “实”指事实 、实在)。老子将“无名 ———有名”作为对子加以论述 。《老子·第一

章》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意谓在天地判分前的元始混沌期 ,是“无名”的;万事万物出现分

野 ,方为“有名” 。故老子认定“无名”是本原的 ,所谓“道隐无名”(《老子 ·第四二章》);老子又肯定“有

名”是天地万物被区分的基础 。老子意在破除名相的遮蔽 ,直追本体;又将“名”赋予本体 ,以便识别 。

孔子倡“正名”。《论语·子路》所谓“名不正 ,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视厘定名分为发言 、成

事的前提 ,正名是确立社会规范 、政治秩序的必需 。

墨子主张“取实予名” ,提倡名实之“辨”。《墨子·小取》 :“夫辨也者 ,将以明是非之分 ,审治乱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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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同异之处 ,察名实之理 ,处利害 ,决嫌疑。以名举实 ,以辞抒意 ,以说出故 。”

商鞅学派论“名” ,重在“定名分” ,通过“正名定分”确立等级秩序。《商君书·定分》 :“故夫名分定 ,

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 ,势乱之道也 。”

战国中期以降 , 因社会之“实”变更剧烈 , 这种变化必然在“名”的转换上有所反映 , 不免出现

《荀子 ·正名》所说的“奇辞起 ,名实乱”的情形 。于是 , “名辨之学”大盛 ,除儒 、墨 、道 、法诸家巨子探讨此

题外 ,惠施 、尹文 、公孙龙等人更专研此道 ,惠子“合同异”(强调同一性),公孙龙子“离坚白”(强调差异

性),形成以“坚白同异之辨”为务的“名家者流” ,又称之“辨者” 、“察士” 、“形名家” 。晚周确乎是一个多

“辨”的时代(“百家争鸣”即此之谓),“明同异” 、“察名实”的名辨之学在这个多“辨”的时代得以发展 。

儒家出于规范社会秩序的目的 ,注重“正名字” 、“定名分” ,认定“为政”须以“正名”为先。《论语 ·子

路》载 ,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君让您出掌国政 ,首先做什么 ?孔子答曰:“必也正名乎 !”荀子发展正名说 ,

在《荀子·正名》中指出 , “制名以指实 ,上以明贵贱 ,下以辨同异” ,而其“制名之枢要” ,在“循名责实” 、

“名闻而实喻”。

名家为一另类 ,它把儒家为“正政”服务的正名说 ,引向研讨名与物关系的纯逻辑学层面 ,这是执著

于经验理性的儒家所不能容忍的。于是 ,不法先王 、不遵礼制而专事概念辨析的思辨派 ———名家 ,便成

为儒家排斥 、攻击的对象 。如《荀子 ·非十二子》深责名家“好治怪说 ,玩琦辞 ,甚察而不惠 ,辨而不用 ,多

事而寡功 ,不可以为治纲纪 ,然而其持之有故 ,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众 。”批评可谓苛刻。至两汉 ,不

仅经学家拒绝名家 ,司马 、班固两位大史笔 ,虽肯定名家的正面价值(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

六家之要指 ,称名家“控名责实 ,参伍不失 ,此不可不察也”),但揭名家之短都毫不留情 ,司马谈称其“苛

察缴绕” , 《汉书 ·艺文志》称其“苟钩爪折乱而已” 。此后 ,酷评名家成为时尚 ,名家退隐出中国学坛 。

(二)近代名学复兴

自汉儒冷落先秦名家以来 ,在“经验理性”轨道上运行的中国学术主流 ,往往把名相的追索 、探究 ,视

作“无用之辨” ,讥为“屠龙之术” 。这种蔑视名辨的文化氛围 ,养成以思维模糊性为高明的传统观念 ,关

键词内涵游移 、外延随意伸缩 ,并不被认作是讨论问题时在偷换概念 ,反而美其名曰“纵横八极” 、“游刃

有余” 。这种诗化的 、不太注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 ,大约是妨碍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原因之一。

晚清墨学复兴 , “墨辨”被重新申发 ,是近人救正上述偏弊的一种努力 。而严复 、章士钊等译介西方

逻辑学 ,则是救正上述偏弊的又一种努力。严复 1902年将英人穆勒(J .S.Mill ,1806—1873)的《逻辑体

系》翻译成《穆勒名学》(原作 6卷 ,严译仅为全书之半),重点介绍归纳法 ,并取用先秦名家的核心术语

“名”题写书名 ,把西方逻辑学意译为“名学” ,颇能传神。严复在其所译《穆勒名学》中引英国培根之言 ,

称名学为“一切法之法 ,一切学之学” 。章士钊在《逻辑要指》中力倡“逻辑”一名 ,说此学启发神智。这种

对名学的倡导 ,意在提升国人对名辨之学的认识水平。

与严复 、章士钊意向相似 ,刘师培(1884—1919)有感于“中邦名学 ,历久失传 ,亦可慨矣”[ 1](第 219

页),特重申先秦的正名之道 ,从孔子“首倡正名”讲到荀子“有循乎旧名 ,有造乎新名” 。又博引《左传》的

“名以制义” , 《庄子·逍遥游》的“名者 ,实之宾也” , 《尹文子 ·大道上》的“形以定名 ,名以定事 ,事以验

名” 。刘氏还注意到“近世泰西巨儒倡明名学” ,介绍其归纳派和演绎派 ,又以荀子思想与之比较 ,认为

“演绎者 ,即荀子所谓大别也”[ 1](第 218 页)。刘氏发现西学重视“界说”(下定义),特别指出“西儒以界说

为解析名义之词 ,所以标一名所涵之义也。”刘氏主张在解字析词的小学的基础上 ,汲纳西方名学 ,他说:

“若小学不明 ,骤治西儒之名学 ,吾未见其可也 。”
[ 1]
(第 219 页)刘师培试图会通中西名学 ,以提高中国人

名相之辨的水平 。其论虽流传不广 ,却指出了中国学术补偏救弊的一条正道。

今日我们重温严复 、章士钊 、刘师培肯认名辨之学 ,重视“解析名义”的言论 ,有助于提高对于命名重

要性的认识。具体到历史分期问题 ,严 、章 、刘之论也颇具启发意义。

中国历史分期的论争 ,断断续续已进行了大半个世纪 ,但始终聚讼未决 ,其故何在 ?撇开政治性原

因不论 ,之所以在历史分期上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乃由于未能将核心术语(如“封建”)的“名义”解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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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封建观” ,甚至一家 、一人也有变幻无常的“封建观” 。这样的历史分期论战 ,名

为辩论 ,实为自说自话。诚如王亚南先生 1931年在《读书杂志》第四 、五期合刊《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

所载《封建制度论》中所说:“中国竟有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采取这种方法 ,所以论来论去 ,总没有抓

住要领。”

二 、试拟历史分期命名四标准:制名以指实 、循旧以造新 、中外义通约 、形与义切合

在讨论历史分期之先 ,有必要预先确定历史分期的命名标准 。如果学界能在命名标准上取得基本

共识 ,历史分期的探讨可能会顺畅一些 ,而不至于像王亚南所说的 , “论来论去 ,总没有抓住要领” 。

(一)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关于历史分期诸阶段的命名 ,笔者试拟如下几条标准:其一 ,命名须准确反映该时段社会形态的实

际 ,概括该时段社会 、经济 、政治 、文化的本质属性 ,此谓之“制名以指实” 。其二 ,若借用旧名 ,必有引申 ,

以达成与旧名的间隔 ,如此方能形成区别于旧名的新术语。然而 ,新术语的引申义与旧名本义虽然发生

跳跃 ,但又必须遵循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 ,全然背离本义即为不通之名 ,此谓之“循旧以造新” ,“新义”对

“旧义”既别有创获 ,又保持内在联系。其三 ,命名须观照相对应的国际通用术语 ,其内涵 、外延均应与之

吻合或接近 ,以与国际接轨 ,而不可闭门造车 ,此谓之“中外义通约” 。其四 ,汉字是表意形声文字 ,所拟

名目应能从字形推索其义 ,而不可形义错置 ,此谓之“形与义切合”(音译词不在此列)。此外 ,命名应当

简洁明快 ,便于理解 ,寓深意于浅近之中 。以上卑之无甚高论 ,却并非主观的先验设定 ,而是从历史分期

命名的经验教训中试加提炼而来。所拟四条 ,未必精当 、周到 ,仅供参考 ,亟望贤达教正。

名副其实 ,是制定名目的基本准则 ,《旧唐书·礼仪志一》所谓“制礼定名 ,合从事实 ,使名实相副” ,

故历史分期之“名”须反映历史之“实” ,概括历史段落的本质属性 ,不应有争议;“中外义通约” ,在文化日

益国际化的当下 ,也不难理解 。然而 ,命名还须“循旧以造新”则不一定全被认同 ,而弃此一条 ,前述“制

名以指实”也将落空 。

(二)旧名衍新名:间距化与因袭性的统一

“循旧以造新” ,是由汉字词的固有特性出发拟定的制名标准。汉字具有多义性 ,往往一义多字 ,一

字多义 ,甚或一字多音多义。日本江户时代古学家荻生徂徕(1666—1728)在《译文筌蹄 ·题言十则》中

论及华 、和(日)语文的异同时 ,谈到汉字“有一训被多字者焉 ,有一字兼多训者焉” 。正因为汉字具有多

义性 ,汉字词便有可能发生含义的跳跃 ,导致“间距化” ,使得同一词形下的“新名”与“旧名”内涵及外延

均发生明显变化 。不过 ,这种“间距化”引申 ,应当以原词的本义为起点 ,依其指示的方向推衍 。如此 ,旧

词赋新义方具备语文逻辑的合理性 ,人们才可以在理解中使用 ,或在使用中理解 。

常见的旧词生新义的方法是 ,从原词的古义出发 ,令其含义缩小 、扩大或转化 。如“教授” ,原为动

词 ,意谓传授知识;宋代以降 ,衍为偏正结构名词 ,宋代府州设教授 ,负责教诲生员;明清府学设教授 ,训

导生员 , “教授”成了掌管学校课试的学官名称。“教授”的今义是在翻译 professo r 时获得的 ,特指大学

教师中的最高职称 ,与“教授”本义有别 ,但此一新涵义显然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作出的合理引

申。又如“物理” ,古义泛指事物之理 ,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所用“物理”演化为“学术之理” ,主要指

自然科学之理。“物理”的今义是在翻译 physics时获得的 ,收缩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个门类 ,研究分子以

上层面的物质变化规律(分子发生变化 ,则是化学研究的领域),此种新涵义也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

向作出的合理引申。再如“组织”的古义是纺织 ,有排列组合成序列的意思 ,今义是在采借日文新词「組

織」(so shiki)时获得的 ,转化为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 ,进而引申为社会中按某种任务和系统结合成的

集体(org anization),此种新涵义仍然与旧名本义保有联系。

三例新名 ,含义均发生引申 ,形成与旧名的间距 ,方衍为负荷别种意蕴的新术语;但是 ,旧名向新名

演绎时又保持了承袭性 ,两者间有语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可寻 。上述汉字新名与旧名的含义虽然有泛与

专 、宽与窄的区别 ,或者所指发生了更改 ,但其意蕴却存在着意义关联 ,新旧词义间保持着承袭与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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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 ,因而使用者稍运神思 ,便可发现二者间的演变轨迹 ,对词义的古今推衍 、中西对接 ,有所会心 ,易于

受用 。

(三)意译新名应能从词形推及词义

汉字词义演化另有一法 ,便是“借形变义” 。此法的要领在于 ,保持该词词形 ,抛弃原有词义 ,通过变

换构词法 ,演化出新义来 。如“现象”本为汉文佛词 ,指佛或菩萨现出形象 ,近代日本哲学家西周在《人生

三宝说》中借此古典词翻译 phenomenon ,指经验所提供的并借助于感觉领悟的事物 ,是感性直觉的对

象 ,与“本质”相对应 。以后 , “现象 —本质”共同组成辩证法的一对范畴。“现象”在中西词语对译时发生

古义向今义的演变 ,是“借形变义”的显例 ,而负荷新义的“现象”一词 ,符合汉语的基本语法 ,从词形可以

推衍出新词义来 ,故可以理解 。

又如“民主” ,旧名原为偏正结构名词 ,本义“民之主” ,相当于“君主” ,近代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丁

韪良以其意译 democracy(音译德谟克拉西),改为主谓结构 ,变义为“民自主” 、“民作主” 。当人们对“民

主”一词的构词法的辨识 ,由偏正式变为主谓式 ,含义的变更也不难理解。

上述皆为汉语旧名向新名的合理转化之例。然而 ,如果古典汉字词转变为新术语 ,既与古汉语义毫

不搭界 ,也不切合对译词的西义 ,又无法从汉字词的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改变构词法也不能演化出

新义来),也即新词义不仅与旧词义全然脱钩 ,也与词形毫无关涉 ,其新义全然是外在强加的 ,便是一种

“误植词” 。

术语概念误植带来的不良后果 ,常会超越语言学范围而直达思想文化层面。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 ,某些西方概念汉译后 ,往往发生变异 ,如 individualism 是欧洲启蒙运动后表述

人权和尊重个性的褒义词 ,译成汉语“个人主义” ,则演化为“利己” 、“自私”的同义语 ,基本上成了贬义

词。此外 ,如“自由主义” 、“权力”等译词 ,也有从英语原来的褒义转变为汉语词贬义的情形。这表明 ,异

文化的通约殊非易事 。而如果术语不能通约 ,异文化的互动则会陷入困境 。正因为如此 ,更有必要指明

术语概念误植的问题所在 ,揭示其在古今中外语文坐标系上于何处发生偏差 ,在哪里出现脱轨 ,以引起

相关学科疗救的注意 。

三 、秦以下两千年称“封建社会” :名实错置 、形义脱节

(一)将秦至清命名“封建社会”不符四标准

如果上述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大体可以成立 ,再用以衡量我们早已“日用而不辨”的泛化“封建”及其

组建的“封建社会”等词组 ,就会发现:以其命名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的社会形态 ,多有文化错位之处:

1.“封建社会”不能反映秦至清两千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属性 ,无法表述“田土可鬻”和“专制帝

制”等核心内客 ,故有悖于“制名以指实” ;

2.称秦至清两千余年为“封建” ,此“封建”泛义与“封建”本义(封土建国)指示的方向截然背逆 ,故有

悖于“循旧以造新”;

3.泛化“封建”义与对译的英文术语 feudalism 的含义(封土封臣 、领主采邑制)两不相靠 ,故有悖于

“中外义通约”;

4.无法从“封建”词形索引出秦汉以降的“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制 、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制”诸义(从

“封建”词形只能索引出与之相反的“封土建国”义),故有悖于“形与义切合” 。

(二)笔者的反思过程

由所受教育使然 ,笔者本人也长期信从并使用泛化的“封建”一名 ,不仅教学中曾反复宣讲秦始皇为

“封建专制第一帝” ,而且 1988年以前刊发文章 ,无不指称秦至清为“封建社会”。不过 ,笔者素有“概念

癖” ,喜欢对名称问个“为什么” ,近 20年来 ,在对照中国史学元典 、国外史籍与中国当下史书的过程中 ,

发现“封建”一名的语用差异甚大 ,遂对流行的泛化封建观产生怀疑 ,进而由怀疑发展到试作名目取代

之 ,曾在 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华文化史》上篇第四章之一《中国“封建制度”辨析》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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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宗法 ———专制社会结构下的伦理 ———政治型文化范式》中 ,将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初拟为“宗

法—专制社会” ,以避免把封建制已成陪衬的秦以后两千余载称“封建社会” 。这当然只是一种粗略的修

正方案 ,并不令人满意 , “取实予名” 、“循名而责实”的思考仍在继续进行。

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的“实态”究竟如何呢? 简言之 ,秦至清的两千年社会颇不同于殷商西周(变化

从晚周已开启端绪),显著特征之一是土地可以买卖 、转让 ,地主 —自耕农经济占据主导;显著特征之二

是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政制覆盖全社会 。这种经济—政治结构与古称“封建”的殷周领主经济和封邦政

治大相径庭;与西欧中世纪庄园采邑制经济 ,封君封臣 、主权分裂的政制差异巨大;同日本中世及近世的

藩国林立的公武二元制度也明显有别。故无论从“封建”的古义还是西义论之 ,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

都不应以“封建社会”相称 。

那么 ,非封建的秦以下两千余年何以名之呢? 笔者在 1990 年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书中草拟“宗

法—专制社会”一名 ,这较之“封建社会” ,庶几切近秦汉以下历史之“实” ,却又并不周全 ,因为该名仅指

出秦至清的社会 —政治结构特征 ,尚未揭示此一历史阶段的经济制度特征 ,而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基

石 ,诚如恩格斯所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

史的基础 。”[ 2](第 223 页)在概括社会形态时 ,经济形态不得缺位 。秦汉以下两千余载 ,土地私有的“地

主—自耕农制”(简称“地主制” ,与“封建领主制”相对应)是一种渐趋强势的存在 ,它与中央集权的“专制

帝制”(与“封土建藩”相对应)互为表里 ,又同宗法制紧密结合。宗法制 、地主制 、专制帝制三者组成一以

贯之的整体 ,决定了秦至清两千余年的社会形态 ,既不同于“古”(如殷周封建制),又不同于“外”(如欧洲

中世纪 、日本中世及近世)。

经过反复追究 、勘比 ,笔者的学习心得为:“封爵建藩”之制(即“封建制”)在秦以下的列朝并未消弭 ,

然仅为“偏师” ,而秦至清的制度主体 ,是贯穿性三要素 ———宗法制 、地主制和专制帝制 ,故而秦汉至明清

的社会形态 ,似可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 称之 ,如此庶几达成“制名以指实”这一命名的基本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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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ons of Marking off and Naming the Historical Stages

Feng Tianyu

(T 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sear ch Cente r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 the problem of ma rking the histo rical stages in China has

remained unclear.One of the causes should be tha t the concept fo r some core terms , such as

Feudalism , is lef t unclear.This thesis means to provid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histo rical

stages marking issue , regarding that naming of the historical stages should be based upon such

principles as to create a name that fi ts the signified t ime , and add some innovations on an old basis.

“Feudalist society” , which w as set to refer to the par ticular phase of more than 2 000 years since the

Qin Dynasty , is not actually appropriate since the te rm doesn' t fit the signified t ime.To be more

valid , this historical time should be bet ter called Patriarchal Landlo rd A utocratic Society.

Key words:Feudalism ;Feudalist socie ty;Chinese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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